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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 风：评应用伦理学的程序共识论

卢风

 评应用伦理学的程序共识论

——兼答甘绍平教授
 

卢  风（清华大学哲学系    北京  100084）
 
 

在回答“何谓应用伦理学”这一问题时，甘绍平教授所表述的程序共识论颇为引人注目。程序共识论
的基本观点如下：

应用伦理学的任务是“分析现实社会中不同分支领域里出现的重大问题的伦理维
度”，“应用伦理学首先是一种程序方法论”，其唯一目标是通过交往对话而达成道德共识。
“如果说传统伦理学中的主要范畴是‘善’，那么当代应用伦理学更重视‘不伤害’、‘自
主’、‘公正’、‘责任’、‘尊严’等基本范畴的内涵，而这些范畴并不是应用伦理学家们
心血来潮杜撰的结果，而是对当代应用伦理学所涉及的重大实践问题之基本性质的某种哲学概
括。”“与传统伦理学的主导诉求不同，应用伦理学的任务从根本上说并不在于寻求某种作为
绝对知识的、可以解释一切的终极的道德真理体系，而在于对现存的不同立场进行调解从而达
成共识。”同时，程序共识论者又认为：“这一过程本身体现出一种最终的无可争辩的基本原
则。这最终的无可争辩的基本原则就是自由、民主和保障人权。”所以，“应用伦理学所倡导
的道德上的共识理论，可以理解为是民主原则向伦理学的一种推广。应用伦理学可以看成是民
主时代的道德理论，它体现了民主原则在伦理学中的应用。”（1）

程序共识论源自哈贝马斯、阿培尔等人的商谈伦理学。在我国借应用伦理学这个“阵
地”诠释阐发程序共识论，颇能顺应中国经济、政治改革的需要，对于抵制、反对“极左”伦
理思想具有重要作用。程序共识论也表达了一些正确的观点，如，道德观念不是先验的观念，
任何伦理学都无法提供终极的、绝对的道德真理体系，承认价值观的多元化，等等。但程序共
识论有其严重缺陷，也包含着矛盾。

一  程序共识论混淆了哲学伦理学与政治学的界限

程序共识论一边说应用伦理学“是一种历史上崭新的公民社会的活动，是公民社会的一种
文化发明”（2），一边说应用伦理学的共识理论是民主原则向伦理学的一种推广。众所周

知，民主原则并不是什么“崭新的发明”，“自由、民主和保障人权”不是什么崭新的概念，
而应用伦理学所要达到的“最终的无可争辩的基本原则”就是这些，那么它又新在哪儿呢？一
个固有原则的推广怎么会是“崭新的发明”呢？它不过就是对现代民主社会大众所崇尚的基本
价值的一种描述，是对现代民主制度的肯定。当然，在民主政治文化尚不成熟的中国，传播这
种观点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以这些理念取代集体主义的“极左”表述，无疑有利于促进中国政
治的民主化。但就程序共识论的价值导向和它所达到的“最终的无可争辩的基本原则”而言，
一点也不新，这些是西方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的基本常识，是现代西方民主社会多数公民的基本
信念。

那么程序共识论的新颖之处是否在于它所创设的对话程序呢？也不是！如季国清教授和刘
啸霆教授所说的，“其实，这里并无多少新意。政治生活中标准的代议制，权力制衡机制，理
想的奥林匹克精神，……皆是这种价值生产方式的体现。”（3）也就是说，程序共识论所说

的必须首先确立的程序就是民主社会公共领域经常运用的对话程序。
程序共识论混淆了哲学伦理学与政治学的界限，它研究的问题是政治学早已研究过的问

题，它所得出的结论是西方政治哲学早已得出的结论。
二  程序共识论摇摆于道德相对主义和独断论之间

一方面程序共识论认为在道德认识和价值选择中人人自主，伦理学研究者一点也不比普通
公民高明，没有什么道德真理（甘绍平教授曾明确表述过这一点），从而表现出强烈的道德相
对主义倾向，另一方面认为“自由、民主和保障人权”是“最终的无可辩驳的基本原则”，从
而表现出一定的独断论倾向。

程序共识论者很难用其道德相对主义对付“伦理学研究有什么用？”这样的诘问。既然应



用伦理学研究者关于道德和价值的观点一点也不比普通公民高明，那么你们所做的工作还有什
么意义？你们是专门研究伦理学的，但你们关于价值和道德的观念却一点不比不作专门研究的
普通公民更高明，那社会干吗要养活这样一批研究者？应用伦理学的意义仅在于为“道德悖论
的解决创造一种对话的平台”（4）吗？如果作用仅在于此，那么它大可被政府、非政府组织

和媒体所提供的对话平台所取代。
坚持认为伦理学家关于道德和价值的观点比普通公民高明似乎与民主原则和个人自主原则

相冲突，实则不然。民主原则和个人自主原则主要是政治原则。尊重每个人的信仰自由和思想
自由，是尊重他们的政治权利，即没有任何个人和组织有权利强制其他个人信仰或不信仰特定
的宗教或哲学。遵循民主原则和个人自主原则并不要求承认，所有的哲学、宗教（包括价值观
和道德观）都是同样正确的，或哲学、宗教、价值观无所谓正确不正确，在不同价值观之间没
有深刻和肤浅之分。

就程序共识论对“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张扬而言，它确实并非纯粹的“程序方法论”，
它携带着现代价值观。程序共识论者把人们在现代文化中达成的基本共识看作绝对有效、不可
改变的道德原则。实际上，人类就“自由、民主和保障人权”也从未达成完全一致的共识，自
由主义者所认定的基本价值也只是多数人认定的价值而已。利奥波德和克里考特等人就不认
为“自由、民主和保障人权”是伦理学的“最终的无可辩驳的基本原则”，相反，他们认为伦
理就是对“生存斗争（struggle for existence）中的行动自由的限制”（5）。多数人的共识就

是“最终的无可辩驳的”吗？如果是这样，那是否意味着少数人没有权利对“最终的无可辩驳
的基本原则”进行批判性反省呢？如果民主对话程序设定少数人无权对多数人的共识提出异
议，那便会走向民主的反面——多数人的暴政。

正因为程序共识伦理仍带有独断论倾向，所以它对不同观点持强烈的反对态度。甘教授
说，“从程序-共识论的异议者身上，总是可以嗅出一股浓重的共同体主义的气息。”（6）在

甘教授看来，共同体主义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的，但任何思想都阻止不了现代化的潮流。甘教授
的程序共识论原本想为不同的哲学观点提供一个中立的“平台”，但从甘教授提及共同体主义
的口吻即可判断他对共同体主义的强烈拒斥态度。由此，可看出程序共识论的中立性是虚假
的，要应用伦理学研究者对不同的哲学伦理学范式保持中立也是不可能的。在坚持多元主义方
面，甘教授似乎远没有持反本质主义立场的邓安庆教授彻底。根据道德相对主义，就该承认程
序共识论也未必比不同观点正确，但甘教授却力图表明，程序共识论是唯一合宜的关于应用伦
理学的观念。邓教授则认为，“应用伦理学要保持其‘应用性’，只能面对‘道德悖论’无本
质地保留对所有差异性的尊重和开放，而不把任何一种自认为‘更为合理和正确’的道德观念
确立为‘主流’和‘正统’”。（7）

作为一个学科或一块阵地的应用伦理学当然应该“保留对所有差异性的尊重和开放”，但
任何一位伦理学研究者都不可能中立于所有的哲学和宗教，每一个思考者（或研究者）在能进
行思考和研究的同时，必定已有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笔者由于对现代性的看法与甘教授的观
点迥异，所以对共同体主义的看法也完全不同。陈泽环教授在应答甘教授时似乎不愿承认自己
就是个共同体主义者（8），但笔者不掩饰自己的立场，笔者不仅认同共同体主义的许多观

点，而且持整体主义（holism）立场。值得申明的是，笔者虽对现代性持批判态度，但认为中

国必须走完自己的现代化历程，只是不认为现代化的完成就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另外，笔
者不认为整体主义一定是反民主的，也不认为整体主义和人权观念相冲突。笔者认为，个人主
义不是对人与社会之关系的正确理解，它只是自由主义的理论假设，是一种理想化的理论抽
象。人的本真生存是具有二重性的：一方面每个人都有其独特性和个体性，另一方面每个人都
必定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之中，离开了共同体，个人不仅是无法生存的，而且是无法形成其自我
意识的（马克思和哈贝马斯都强调这一点）。

 
三  程序共识论使哲学伦理学完全失去了批判性和超越性

程序共识论完全没有超越现代性的视野。程序共识论者说，应用伦理学既具有描述性，又
具有规范性（9），但实际上，他们所认同的规范只是现代民主政治文化的基本规范，所以，

程序共识论使哲学伦理学完全成了现代政治、经济现实的追随者，彻底丧失了批判性。程序共
识论者可能会反驳：他们对专制政治和“极左”思想持批判态度。但这种批判在20世
纪80、90年代是具有学术意义的，时至今日，这种批判已不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了。

笔者坚持的双向反思论部分接受程序共识论的某些观点，如承认价值多元化，即赞同罗尔
斯的观点：“宗教、哲学和道德信仰的多样化并非仅是不久就会消失的历史性状况，而是民主
公共文化的永久性特征”（10）；认为应用伦理学应注重通过对话商谈而就在公共领域引起争



论的道德问题达成共识，从而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立法提供伦理依据；认为民主政治的基本原
则也是公共道德的基本原则，从而尊重每个人的基本权利是一种道德义务。但双向反思论不认
为确立对话程序是应用伦理学的首要任务，也不认为达成道德共识是应用伦理学的唯一目标。
哲学伦理学必须是实践性的、直面现实的，但它若不失哲学的本色，就不应只是对流行文化和
大众共识的跟踪和描述（或概括），它应该保持其应有的批判性。在现代民主社会，公共政策
和法律是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在这一过程中，多数人的共识（也常常表现为不同集团在妥协
中达成的协议）是公共政策和立法的基础，也是一切社会规范之有效性的最终来源。公共道德
规范与法律规范大体一致，自觉守法的人，就是有公德的人。但多数人的共识未必就是正确
的，现行的制度和法律也未必都是合理的。批判地审视现行制度和法律，反思多数人的共识也
是应用伦理学的本职。

程序共识论者认为，“在应用伦理学的词典中，刚性的‘真理性’概念逐渐为柔性的‘合
宜性’所取代，在‘正确性’概念空出的位置上，出现的是‘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等词
汇。”（11）但笔者认为，应用伦理学不能认为凡是可行的都是正确的，或干脆用“可行

性”和“可操作性”代替“正确性”。例如，中国现在采取鼓励汽车消费政策是非常可行的
（经济学家都赞成这项政策），但在环境伦理学家看来，这项政策虽是可行的却是错误的，因
为这会使空气质量进一步恶化，会更多地挤占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空间；在经济学家看来，开发
怒江是可行的，但环境伦理学家会认为，这虽是可行的却是错误的。如果“可行性”和“可操
作性”就是应用伦理学的根本旨归，那么它根本就是不必要的、多余的，它的作用完全可被经
济学和政治学所取代。经济学和政治学比伦理学要“可行”、“可操作”得多。程序共识论的
应用伦理学更应该被经济学和政治学所取代，因为它的价值导向完全没有超越经济学和政治学
的价值导向，它又不可能比经济学和政治学更可行或更可操作。

 
四  程序共识论否认了改变共识的可能性和重要性

甘绍平教授在“关于应用伦理学本质特征的论争”一文中曾对笔者表达的应用伦理学更重
要的任务在于改变人们的道德共识这一观点提出了批评。我们所说的应用伦理学当然不是什么
统一的应用伦理学，学术界中的应用伦理学既不可能统一于甘教授的程序共识论，也不可能统
一于笔者的双向反思论，而必然是多种多样的应用伦理学，也就是甘教授所说的“复数”应用
伦理学。这就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思想状况，这是笔者和甘教授都承认的。但甘教授质问，如
果“应用伦理学是各式各样的，它们之间本身差异巨大、矛盾重重，则‘改变共识’之说又何
从谈起？”（12）伦理学体系多种多样是现代思想和学术的实际状况，如果“改变共识”无从

谈起，那么“达成共识”又何从谈起？程序共识论所搭成的“平台”不就是“让自由主义、共
同体主义、保守主义、契约主义、功利主义、道义论、目的论都可以参与展示，通过竞争而赢
得认可，通过交流而达成…道德共识”（13）吗？那么程序共识论的“平台”有什么魔法能使

信持“差异巨大、矛盾重重”的不同“主义”的人们达成道德共识呢？
值得说明的是，就道德和价值选择问题很难达成完全一致的共识。连“人人必须吃饭才能

活着”都有人质疑，如有人认为，气功大师可以“辟谷”，更不用提关于“克隆人”的对与错
这样的问题。如前所述，我们所说的共识只是多数人的共识。多数人的共识未必都是通过有意
识的讨论而达成的，它可以是经过牧师的布道而形成的，也可以是在有魅力的政治家的感召下
形成的，也可以是在媒体的诱导下而形成的，更可以是在制度的激励和诱导下而形成的。笔者
所说的亟需改变的共识就是某些（非全部）现代性的共识，即主流价值观，如认为经济增长是
社会福利和个人幸福的唯一源泉，人生的意义就体现为不同档次或品味的消费。这不是伦理学
家的共识，而是现代社会多数人的共识。正是这样的共识推动着人类文明列车在一个极度危险
的轨道上行驶（14）。作为主流价值观的共识与程序共识论者所力争达成的共识确实处于不同

的层次。主流价值观是广为大众接受的信念（程序共识论对此不加反省地全部接受），而程序
共识论者所要达成的共识，是就特定道德争论而可能达成的共识，如就“克隆人”或“安乐
死”等问题而达成的共识。笔者的看法是，应用伦理学不仅应注重就特定道德争论谋求共识，
而且应注重反思主流价值观的错误。

多数人的共识（即主流价值观）的根本改变才决定着文明的“根本性的变革”，如由西方
中世纪文明到现代文明的转变。但甘教授认为，启蒙之前人们的“共识”不是现代意义的共识
（15）。这里甘教授确实点出了需要辨析的问题。首先，前现代社会的共识诚然是在专制政治

条件下形成的，但这并不使共识不成其为共识，多数人长期只接受一种信念体系，最终毕竟就
内化为“自己的信念”。其次，现代的所谓“合理多元主义”（罗尔斯语）不应掩饰多数人的
共同信念，如甘教授所说的“自由、民主、人权”是民主社会的多数人的信念，经济主义和消



费主义甚至是全世界多数人的信念。笔者和甘教授的根本分歧当在：笔者认为，多数人的共识
也是需要反思、批判的，而甘教授认为，凡多数人的共识都是无需反思、批判的。因为无所谓
道德上的对与错，“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才是最重要的。例如，在今日中国，多数人赞成
开发怒江，那就应该开发怒江，多数人都赞成政府鼓励汽车消费的政策，那便应该鼓励汽车消
费。再次，在现代民主社会，不同个人的自主性是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并非每个人都有对自己
价值选择的自觉反省。所谓的个人自主，只是一定限度内的个人选择不受强制而已。许多人只
是跟着潮流走，跟着时尚走，他们对潮流和时尚没有什么批判性的反思。例如，当汽车消费成
为时尚的时候，许多人只是努力跟上这一时尚，他们并不考虑这种时尚是否会有什么严重的后
果。还有许多人受到潮流的裹挟，他们没有受到明显的强制，但感受着制度和潮流的压力。所
以，多数人的自主性与思想家的思想自主性是不同的。应用伦理学家如果也只是跟着共识走，
那便只是跟着潮流和时尚走，那便意味着他们没有什么思想自主性（或独立性）。最后，改变
共识也不是思想家们的“心血来潮”，而是思想家们在反思生活世界中出现的危机时所发出的
呼吁。程序共识论者由于全身心地拥抱现代性，所以对现代文明的危机视而不见，但许多思想
家都对现代文明的危机深怀忧虑。现代人类面临的最明显的危机便是：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和潜
在的核战争危险。这两种危险皆与现代性的价值导向密切相关（16）。所以，改变某些现代性

的共识正是当代思想的使命，从而也是应用伦理学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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